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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论、知识论与利益视野下的“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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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View of Epistemology,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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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认识论视角，“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是提出者各自对历史的认识过程“两条道路”

之转折点，即“抽象的规定”。福山与亨廷顿在认识论有三点区别。在知识论视野，福山看到知识之树

及其主干——普适性知识。亨廷顿看到在知识之林中，地方性知识彼此间以及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知识

的冲突。国家等主体的利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支配能力，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在全球化

中被“摊平”。不同文明类型，特别是主导国家的利益此消彼长，致使文明冲突显现。普适性知识是不

同文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对于人类命运的共识，是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的最小公倍数。随着人工智能

等科技的发展，包括文明冲突在内的人类历史，将在另类意义上改写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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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ology,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end of history” are the 
turning points of “two roads” of their respective authors in understanding history, namely “abstract stipulation”.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ces between Francis Fukuyama and 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 in epistemology.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of knowledge, Fukuyama saw the tree of knowledge and its backbone and universal 
knowledge, while Huntington saw in the forest of knowledge the clashes among local knowledge, and those 
between local knowledge and universal knowledge. The interests of subjects such as nations, their influence and 
dominanc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their different stages and modes of development have been “equalized” 
in globalizatio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ivilizations, especially the interests of the dominant nations, have 
changed, resulting in a clash of civilizations. Universal knowledge is the greatest common divisor among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whil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human destiny is the least common multiple among civilizations 
and na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ther technologies, the human history, including 
clashes of civilizations, will be rewritten and ended in an alternative sense.

Key Words: End of history; Clash of civilizations; Universal knowledge; Local knowledge; Tree of knowledge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4.01.013

收稿日期：2021 年 8 月 20 日；返修日期：2023 年 4 月 25 日
作者简介：吕乃基（1945-）男，上海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知识论等。Email: 

naijilv@foxmail.com

福山（F. Fukuyama）的“历史终结”和亨

廷顿（S.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是近年

来的热门话题。从学术界到政界到平民百姓的

茶余饭后。在学术界，深入到政治学、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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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宗教学、经济学……，人文社科的各

个门类皆有涉及。虽然众说纷纭，不过总体而

言，各家大致把“历史终结”和“文明冲突”

视为对立的两方，既然“终结”，就不应再有“冲

突”，冲突，就意味着没有终结。

本文试图从认识论、知识论，以及利益三

个角度，把“历史终结”与“文明冲突”联

系起来，揭示二者之间的深层关系和未来趋

势。亨廷顿所言之文明冲突主要分为两类，其

一是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其二是发生

在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本文只涉及前一类冲

突。本文不涉及福山和亨廷顿提出各自理论的

立场，也不涉及对于不同制度优劣之价值判断。

另，亨廷顿的“文明”概念较为模糊，与“文化”

常有混淆，本文中不作细致区分。

一、认识论视角

认识论角度是马克思的“两条道路”。[1] 

马克思认为，在通常情况下，人的认识过程区

分为“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

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

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认

识过程的第一条道路排除特定研究对象和主体

如国家、民族、社会组织与个人，以及特定语

境如地域、国情等的影响，直至“抽象的规定”；

认识过程的第二条道路回到“表象”，是“具

体的再现”，必然涉及形形色色的对象、各异

的语境和不同的主体。

“历史终结论”，是福山对部分近现代世界

史之众多“表象”的提炼所得到的“抽象的规

定”，是福山对近现代世界史认识过程第一条

道路的终点。由此来看，众多对“历史终结”

的批驳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所谓“抽象的规定”，意为现实世界

并没有与之相对应之物与过程。然而很多人（或

许包括福山本人）却把“历史终结论”这一抽

象的规定等同于现实本身，误以为历史在现实

中已经“终结”。由此引发两方面的后果。

一方面，“一群习惯于互相抢夺食物、住

处和女人的野人自发地聚在一起制订契约，这

样的情景同权威按神的旨意从亚当一直传到詹

姆斯二世的说法一样匪夷所思。”（[2]，p.360）

卢梭很清楚，他的《契约论》只是理论。在为

波兰和科西嘉推荐宪法时，卢梭坚持要适应当

地人的传统、风俗和现实的需要。（[2]，p.383）

孟德斯鸠也意识到三权分立是理想化的“制

衡”。因而他无意查问英国人目前是否享有这

样的自由，只要宣布他们的法律确立了这些自

由就已足够。（[2]，p.360）

柏克指出，一个国家的男男女女并非如人

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所说那样，是被赋予一些客

观天赋权利的宪法上的抽象物。权利和义务是

每个国家独特历史的产物。正是这样的历史把

人民与过去相联系并赋予他们现今和未来的任

务。[3]

即使西方国家和福山生活的美国，也不是

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终结的步点上。其他国家由

传统到现代的路径，走向第一条道路的进程，

较之福山所总结之“终结”更为多样化，在其

背后，隐藏着同样有意义的研究领域。

然而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科学中的刚体、

弹性碰撞、可逆、理想气体等概念和定理虽然

不是现实，但不能“因为观察到这些定理与现

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4] 它们

的价值在于为现实提供参照系。启蒙运动的理

念成为观察和理解社会的参照系。“平等是一

个与事实无关的社会假想。它的成立是为了维

护民众和平，尽量接近实现正义”。（[2]，p.436）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是这样。其他如

指责“历史终结论”是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等

等，同样没有看到“本质”和“基础”作为“最

贴近的规定”的地位，是认识过程的必由之路。

其二，在马克思的“两条道路”上，一旦

走到“第一条道路”的终点，认识需要回过头

来。“第一条道路”的终点，就是“第二条道

路”的起点。福山的认识过程“终结于”“第

一条道路”的终点，没有开启“第二条道路”。

正因为此，福山走向“最后的人”的悲观结论。

福山没有看到已经接受自由民主的国家是如何

将之与本国国情（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相结

合，于是就有北欧、中欧、南欧、东欧与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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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异，以及北美、日本与澳新之别。有必要区

分“现代性”与“现代化”。前者是认识上脱嵌、

普适的“抽象规定”；后者是实践上嵌入于“地

方”，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现代性的过程。

此外，福山得出“历史终结论”的方法论

也受到质疑。各国国情各有千秋，不过在发展

进程上的某个阶段殊途同归，在不同程度上接

受现代性中的自由民主等理念，将其整合到自

己的价值观之中。这就是“历史终结论”之含

义。作为归纳逻辑，自然存在反例，难以服众。

与此同时，福山的研究又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很

大影响，用以作为大前提指导其归纳，由此也

引起相当大的反感，被认为是黑格尔唯心史观。

其实，归纳与演绎的结合常见于认识过程，

譬如门捷列夫的周期表。归纳，由大量当时已

发现的元素概括抽象得到若干规律性的结论；

演绎，由这些结论推演新发现元素的性质。归

纳与演绎互补以辨真伪。在此意义上，福山也

是综合应用归纳与演绎两种相辅相成的方法。

把从具体事例由下而上归纳得出结论列为“唯

物”，是唯物史观；把从大前提由上而下演绎推

出结论看作“唯心”，是唯心史观，这样的非

此即彼划分和上纲上线，不利于认识过程的展

开与深化。

且不论福山与亨廷顿二位观点之正误，站

在认识论视角，“文明冲突论”与“历史终结论”

的共同之处是，二者都是对其视野所至历史事

件的概括总结，在认识论上都是相应于“两条

道路”的转折点，达到各自认识过程中“最贴

近的规定”。

亨廷顿与福山的区别是，其一，福山借助

黑格尔的理念用于作为归纳的指导，被认为有

唯心之嫌，而亨廷顿是较为单一的由下而上的

归纳。其二，福山看到了“两条道路”的转折

点——最贴近的规定，把这当作现实，忽略了

不同的现实与抽象规定相结合的不同方式和途

径；亨廷顿关注福山所忽略的“不同方式和途

径”，特别是其中对于抽象规定的抗拒与排斥。

换一个角度看，福山聚焦于认识论，而亨廷顿

重在现实的过程。其三，福山归纳的视野集中

在西方和受西方直接影响的国家，因而与“西

方中心主义”脱不了干系；亨廷顿的视野放眼

全球，看到民主化在世界的推进，但历史并未

终结，因为还有福山视野未及处，还有文明冲

突在。

二、知识论视角

1. 知识之树

波兰尼（K. Polanyi）提出编码知识与隐性

知识，编码知识又可以区分为地方性知识与普

适性知识。地方性知识嵌入于特定的主体、对

象和语境。语境可以区分为初始条件与边界条

件。语境既是对于发展的限定，又是发展有待

克服和改造的对象。

回顾历史，人类祖先一次或数次走出非洲，

在世界各地渔猎采集，游牧农耕，因生存条件

不同而形成不同文明，体现在不同的工具、语

言文字、生活方式，以及各自的图腾上。在知

识论的视角，也就是形成嵌入于特定主体、对

象和语境，为特定主体所有而难以为他人共享

的地方性知识；工具，则是物化的知识。虽然

有通婚和商业往来，但部落间战争不断。传统

的未经普适性知识洗礼的地方性知识彼此间难

以交流共享，不可通约。这是文明冲突的知识

论根源。文明的冲突，自古有之。

进入近代之后，一种新的知识体系横空出

世，超越民族和文明的藩篱，穿透历史的迷雾。

这种新的知识体系就是科学，科学是普适性知

识。科学不仅是科学活动的结果，概念和理论，

而且是科学方法，更重要的是科学活动中形成

的科学精神和科学规范。当伏尔泰声称“我们

都是牛顿的学生”之时，就是将科学方法、精

神和规范用于人类社会，这就是启蒙。自由民

主是启蒙的成果，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适

性知识，与特定的主体、对象和语境无关，所

以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一旦普适性知识传遍

世界，福山认为，就是“历史终结”。

如果把远古和古代的知识比作大树的树

根，根须（传统的地方性知识）扎在不同的土

壤（语境）之中，彼此不能或难以兼容。近代

之后，虽然有通商和交流，依然历经战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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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两次大战，普适性知识方为越来越多的国家

普遍接受，意味着知识之树由根须归拢到挺拔

的主干。之后虽有冷战，但已接受普适性知识

的国家，除了个别事例外，彼此间较少纷争；

而对普适性知识持不同见解的国家之间却纷争

不断；由此可见，“主干”，也就是普适性知识

之重要性。

传统地方性知识一经普适性知识洗礼就转

化为“后现代地方性知识”，是“知识之树”

主干上的枝叶。不同于传统地方性知识，后现

代地方性知识因拥有共同的“树干”——普适

性知识而彼此兼容，相互重叠交错而成为“树

冠”。这是一些人批驳文明冲突的依据：既然兼

容，就不该、不会有“冲突”。

问题在于，其一，这些批评者没有看到经

普适性知识改造前的传统地方性知识与改造后

的后现代地方性知识的区别，没有看到知识之

树不可通约之根须，与彼此兼容之枝叶之间的

区别，以为今日之地方性知识，均已接受了普

适性知识的改造而彼此消弭了冲突。实际上，

当今世界还存在大量传统地方性知识，这些传

统地方性知识既彼此间冲突，也与普适性知识

冲突。

其二，这些批评者以为，这种改造可以在

短期内完成且一劳永逸。然而，由于普适性知

识在传播过程中必须嵌入于由初始条件和边界

条件组成的语境中，必将扰动和消解传统地方

性知识，从而导致权力的再分配，时时处处不

可避免发生曲折乃至倒退，本土化并非一帆风

顺一蹴而就。其三，在大部分“政治正确”论

者眼中，所见者唯有枝繁叶茂的树冠，已看不

见或者无视，甚至抛弃粗壮挺拔的主干，也就

是普适性知识。无原则的宽容，实则走向相对

主义，甚至回到知识之树的根须。

2. 文明之分野

由“知识之树”的角度来理解，所谓西方

文明，就是在传统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提出

普适性知识，再以其改造传统地方性知识，将

文明建立于普适性知识的基础上。其他文明，

即因种种原因没有或只是局部（主要是器物，

“用”的层面）接受普适性知识，在相当程度

上保留、坚守传统地方性知识。

不仅是传统地方性知识是否经普适性知识

改造，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中，隐性知识的影

响具有更大作用。波兰尼所言之隐性知识大体

上包含以下方面。

其一，与生俱来的隐性知识，包括认知和

行为模式 [5] 在认知行为系统的演化过程中所处

的位置。

其二，个人后天所处环境的影响，主要是

所属的共同体及其环境。对于个人来说，就是

从小接受的普适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对外部

世界的好恶，特定的审美，以及由此在后天形

成的隐性知识。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隐性知

识根深蒂固，个人往往并不真切感受到这一点，

实际上已经成为个人生命——主要是心理层

面——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这样的隐性知识与

情感仅一步之遥，与所谓“后真相”相通，“客

观事实的陈述，往往不及诉诸情感和煽动信仰

更容易影响民意”。[6]情感，在后现代显山露水，

成为当下及未来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之一。

心理因素，或许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未被世人认识的一面。整个 20 世纪，意识形态

争论占据主要地位，到 20 世纪末，自由民主等

普适性知识的争议有所下降。接下来，亨廷顿

认为，文化身份差异、文化对抗性和文化关联

性会扮演主要的角色。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理解，亨廷顿的“文明”，

不仅在于地方性知识，而且在于为一个共同体

所特有的隐性知识，隐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一

样，与共同体不可分割，隐性知识尤甚。在此

意义上或者可以说，文明，是一个坚守特定的

隐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以此为自己生命的共

同体。隐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以共同体为载体，

使创造了它并生活于其间的芸芸众生感到生命

与存在的意义，感到安定和自在。个人因定位

并消融于共同体之中而不会产生对于存在的忧

虑。同时，隐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凝聚力保

证了共同体功能的实现和延续。

江山易移本性难改，个人如此，群体尤甚。

文明的共同体所包含的人数，特别是原住民越

多，血缘关系越是紧密，历史越是悠久，共同

认识论、知识论与利益视野下的“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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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共同的起源和受其他文明的欺凌越是强

调，为共同体所有的地方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就

越是坚韧，越是排斥普适性知识。个人因此而

对共同体有归属感，共同体因此而将个人凝聚

起来，并对个人行使权力。地方性知识，特别

是隐性知识成为情感需要而具有非理性特征，

不容置疑。在这样的道路上建构的文明，难以

脱离根深蒂固的地方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以接受

普适性知识，启蒙之路曲折而艰难。

其实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这一过程同样艰

辛。千年中世纪、百年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

革，大大小小，30 年或长或短的战争、科学革命、

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西方世界终于逐步

接受普适性知识，以其来改造与生俱来的隐性

知识，其核心是厘清“群己边界”，摆脱情感

的羁绊，将情感建立于理性的基础上。虽然如

此，尚且经历两次大战；时至今日，仍随时随

处可见非理性情感之泛起，譬如，以“政治正确”

不顾事实，否定文明冲突；以及近日对世界格

局此消彼长所流露的失落感。

西方文明外其他文明彼此之间的冲突，是

各种传统地方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之间的纷争，

其典型当数今日之中东。就未经普适性知识改

造而言，这些“其他文明”实际上大同小异，

对此，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即认识到，春秋无义

战。

正因为知识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导致各国

接受自由民主过程的多样性。可以由两个隐喻

说明之。其一，旷野上有一扇门，西方人必过

门而入；东方人视而不见，在旷野上随意而行。

既然是“旷野”，一定要从门里面过吗？其二，

由知识之树的隐喻扩展到知识丛林。森林里有

挺拔的参天大树，还有更多奇特的植物，还有

未必需要树干，攀附于其他植物上的藤蔓，万

类霜天竞自由。实际上，对于一些文明来说，

无论乐意与否，在当代语境下，已经不可能再

发生本来意义上的启蒙。这不是价值判断，而

是事实判断。

普适性知识的传播从深层扰动文明，既为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提供共同的底线，也引发

文明的冲突；不仅在不同文明之间，也发生在

同一文明内部，在空间上深入到该文明之细微

末节，时间上回溯和搅动其久远的岁月。在此

意义上，文明的冲突，在根本上是知识的冲突，

其核心是普适性知识与传统地方性知识和隐性

知识之争。

在知识论视野，福山看到的是孤立的知识

之树，看到的是杂多的根须之上知识之树挺拔

的主干，非理性的隐性知识和传统地方性知识

最终归于理性和普适性知识；未看到丛林。亨

廷顿看到的是知识之林，形形色色坚守隐性知

识和传统地方性知识的文明，彼此间，以及与

知识之树主干——普适性知识——之文明，之

间的冲突。

三、文明冲突中的国家利益

在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稍后，迎来了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福山看到了不同国家

在历史进程中之“同”，亨廷顿则看到了“异”。

二者的相同之处是，均偏于精神层面而未触及

包括权力和物质在内的利益层面，福山尤甚。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历

史终结论”之偏颇，“文明冲突”之起因，皆

与利益脱不了干系。

这里就涉及到“文明冲突”受质疑的重要

方面：文明与国家的关系。文明与国家有区别，

譬如，在涉及大国关系时，文明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大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实力，还有

所谓硬实力、软实力和锐实力。文明不具备国

家的功能，文明本身不会决策，以及（至少在

相当程度上）超越物质利益的考量。

然而，文明又确与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文明需有人和物作为载体，人和物在大多

数情况下隶属于某个或一些国家，而国家与利

益不可分割，“国家利益”一词清楚表明了这

一点。上文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也涉及这一点，

“利益”不仅是 GDP，贸易顺差还是逆差，而

且是一国对于他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近年来

的全球化进程更是放大了利益的权重。虽然从

未有过“文明利益”之说，然而不可回避的是，

利益，确实是文明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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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认为，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

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

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

的形成和未来走向。

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分析。

1. 横向：边界条件

先考察国际的权力关系。率先接受科学和

启蒙，也就是接受普适性知识的国家得到迅速

发展，随即以其强大的实力欺凌、征服弱小的

国家。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是罗

兰夫人的名言。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部人类史，就是

对资源争夺的历史。古代人口相对较少，在地

球上的生存空间较大，从非洲走向世界各地，

各个文明有回旋余地。近代以降，一些国家因

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启蒙而现代化，与因种

种原因滞后的国家之间拉开距离，占据了较高

的生态位，形成错位竞争。随即更多国家加入

这一行列，引发同一生态位的激烈竞争，近现

代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巅峰是两次大战（不排

除之后还有更高的“巅峰”）。

战后，冷战期间的态势主要是两大阵营争

霸，争的是军事霸权，各有一些国家从属跟随，

不结盟国家相对实力较弱。换一种说法，美苏

第一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第二世界，发展中国

家第三世界。

上世纪 80、90 年代之交，特别是中国转向

市场经济后，各国和不同文明之间形成新的生

态关系，新的“三个世界”。这一点本身既意

味着原有“历史的终结”，也表明新的历史开始。

作为第一世界，美国拥有美元、科技、军事和

市场四大优势，美元控制金融，军事威慑对手，

控制海运；科技支撑金融和军事，保持领先；

市场需求超前消费引领世界。第二世界是参差

不齐的制造业国家，包括西方各国、日韩和中

国等；第三世界是资源型国家，提供石油、矿

产和农产品等。当然，分别隶属三个世界的各

国也或多或少兼及其他方面。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各国充分发挥各自的

资源禀赋，错位竞争，以减少生态位重叠，在

全球产业链占据一席之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彼此间的竞争关系和意识形态争论。资本主

义的美国大量购买社会主义中国的产品，支撑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运行，养活庞大的就业人

口。社会主义的中国向资本主义的美国出售廉

价商品，压低美国通胀；购买美国国债，延长

金融产业链，意识形态冲突淡化。随着外汇、

资本和技术流入，中国得到全方位提升。中国

作为世界工厂，具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相对

于一些国家所占有的特异的生态位而言，占有

较宽的“生态位宽度”，因而具有相应的韧性

和弹性。至于被认作文明冲突典型的“911” 等

恐袭，主要是未被纳入全球产业链者，或在全

球产业链中利益受损者发起。

2008 年金融危机打开了全球产业链的缺

口，随后英国脱欧，特别是特朗普当选后的一

系列举动正在瓦解全球产业链。全球化的大环

境未变，然而各国的生态位却由利益的相互耦

合转向全面竞争，被掩盖的文明冲突和国家利

益上的较量显现。

2. 纵向：初始条件 
横向是同时性分析，纵向是历时性分析。

在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中，本来处于不同文明

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历史、国情和实力，在

不同程度上接受或拒绝普适性知识的国家、公

司、个人，在同一时间段走到一起，分享全球

化成果，争夺全球资源。在亨廷顿看来，就是

世界变小，文明之间的接触会产生摩擦。

其一，虽然资本和科技精英在全球产业链

中获利颇丰，但随着资本、商品和知识的流动，

发达国家制造业外流；包括工资和社会福利在

内的发达国家蓝领的高水准生活水平，被发展

中国家蓝领的低生活水准拉平，国家整体实力

差距缩小。在此意义上，全球化导致利益的“摊

平”或“熵增”。美国不愿意看到被世界摊平，

欧盟中的英国也不愿意看到被南欧与东欧摊平。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在相当程度是由于

资本的特殊属性。资本超越国家和文明的界限，

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在土地、能源和劳动力

资源廉价之处，监管薄弱之地投资。在发达国

家过剩的资本摊到整个世界，在本国就变得稀

缺而昂贵，在发展中国家是招商引资，求资若

认识论、知识论与利益视野下的“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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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在西方国家是裁员降薪，延长工作时间和

退休年龄。在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和放松金融监

管的国家，资本的流动更加自由。资本的出发

点是唯利是图，看似毫无文明可言，然而资本

又是文明发展的动力之一。

另一项超越国家和文明边界的要素是知

识，特别是普适性知识。除了有产权的知识外，

还有大量科学知识、产权过期的技术知识，以

及管理学知识等。在全球化中，一方是知识溢

出，另一方是知识的吸收与整合。这是知识的

摊平或熵增。

在上述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挥比较

优势和后发优势，加上虽然影响较小，但也起

作用的主场优势——这一点在当下中国的权重

不容低估——迅速赶上。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熵增的扩展和延续，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优

势，譬如人口红利等，也将逐步摊平、淡化乃

至失去。廉价劳动力，乃至后发优势本身甚至

成为“陷阱”。唯有创新打破均衡，由熵减而

吸引资本和人才，方可“致远”。

其二，主体的多样性。参与全球化的主体

是否市场经济国家，是公司（企业）还是国家，

国企是否兼有企业与国家的身份？是严格遵守

WTO 的规则，抑或更多灵活性，等等。在抗衡

中国之时，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也调集“举

国之力”，其力度远超上世纪 30 年代危机后的

凯恩斯主义。

由于社会福利下降等因素，民粹主义在西

方国家蔓延。政府为选票给出的过高承诺，推

升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大众加大对政府的依赖，

也放松自己的奋斗决心，产生负面的腐蚀影响。

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发

生逆转，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

者的强烈氛围。

主体还包括难民和移民。难民问题主要在

欧洲。在接受普适性知识走向后现代的西欧，

大量接受非洲与中东难民，其中不少是穆斯林；

然而这些难民固守传统地方性知识，并未接受，

甚至排斥普适性知识，特别是作为现代性核心

的自由和民主。难民由非洲、中东的传统社会，

直接进入西欧的后现代社会，文明叠加利益的

冲突，导演了一出出骇人听闻的悲剧。

移民问题主要在美国。在“政治正确”的

旗帜下，移民和少数族裔同样在不同程度上保

留传统地方性知识，要求政治上的投票权和经

济上的福利待遇，却不打算在同样程度上履行

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政治正确”甚至成为反

对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由之一。亨廷顿预

言，美国这个熔炉将难以把新移民“合众为一”，

这个“大拼盘”也许最终将葬送美国立国的根

本精神。难民和移民，从熵增的角度拉低了欧

美人民的生活水准，进而扰动了体制、宗教和

价值观。

不 仅 如 此， 文 明 的 冲 突 还 由 经 济 下 沉 到

DNA 层面，那就是生育率。文明需要载体。未

来的世界，那些有利于生育的文明将得以持续。

那些不利于生育的文明，如果不以各种方式予

以调整，将逐渐萎缩。

此外，在文明冲突中，历史恩怨还会一再

浮现，“最危险的时候”还会一再唱响，提醒

现实中的国家与民族。历史恩怨体现在中日关

系，乃至几近“历史终结”，价值观基本一致

的日韩之间，虽然眼下已得到部分修复。

从根本上说，在全球化中，包括主动或被

动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国家、公司与个人，难民

和移民，带着原有不同的初始条件，其中的大

多数实际上未经普适性知识洗礼，在全球化游

戏规则的漏洞中穿行，对于“旷野上的门”视

而不见，以及为了各自不同的目标，在全球化

中突破边界条件的束缚，走到或被裹挟到一起。

历史没有“终结”，甚至也没有前行，反而在

全球化的熵增中倒退。熵增，不仅是利益摊平，

而且是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摊平，发展方式的

摊平，关系到某某“共识”，也就是在国际事

务中的影响和支配能力。最终，国家利益，特

别是文明类型中的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在摊平

的过程中的此消彼长，对“摊平”——包括利

益和上文论述的知识——的恐惧和抗拒，致使

文明冲突显现和加剧。

3. 边界条件与初始条件碰撞：“修昔底德陷

阱”

“生态位势”理论（百度百科）认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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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开放的生物生态系统，总是向着尽力减小生

态位势（理想生态位与现实生态位之间的差距）

的方向演替。生态位势过小趋于静止，生态位

势过大的系统不稳定；既在于内部的要素及其

相互配置难以适从，同时也在于外部与该系统

有交集的其他系统难以适从。

可以以“生态位势”理论考察国际关系上

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关系。守成大国竭力维

持和恢复其地位，往日的现实，竟然成为今日

之“理想生态位”，心中对未来可能之现实充

满不甘。欧洲国家也各有所思所图。马克龙表

示，[7]“我们正在经历西方霸权的终结，因此

必须重新打造欧洲文明。若不改变，恐怕欧洲

会永远丧失发展机会，欧洲文明也将会烟消云

散。”马克龙既论及文明，又提到涉及利益的“霸

权”和“发展”，表达了改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就新兴大国而言，在追赶之初，期望值低，

生态位势并不大，内部要素不仅适应而且积极

响应；外部世界对于实力尚小不构成威胁的追

赶者也予以迎合接受。随着形势的变化，新兴

大国实力增强，一方面自我期望值升高，理想

生态位与现实生态位之间的张力加大，在内部

是要素的再动员和要素间关系的重新配置，在

外部需处理与其他国家之间变化了的关系；另

一方面，守成大国也切实感受到来自新兴大国

的威胁，于是就激发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

的冲突。

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双方都具有不小的生

态位势。

在此意义上，文明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转

化为现实利益的冲突，以及国家之间理想生态

位的冲突，导致各自自身和国际关系的不稳定。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就是位居第一与第二的两

个国家的理想生态位发生重叠进而冲突，双方

都认为，对方的理想生态位是非分之想。奥巴

马任总统之时就警告：如果 10 多亿中国人口也

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

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中国人过

上现在美国人这样的日子，特朗普则走得更远。

中国则要美国接受新型大国关系。世界上两个

大国，以及更多国家间互不信任，各不相让，

不稳定的叠加给世界带来风险。

历史没有“终结”，文明未必“冲突”，后

退一步海阔天空。

亨廷顿认为，全球化不等于西化，趋势是

西方大国主导时代终结。如果说，当年西方国

家把旷野上的门作为必由之路，其他国家因种

种原因走自己的路，那么当今之“其他文明”，

不仅没有当年之语境，而且携近代至今几个世

纪之惯性，更不可能重走旷野上之门。这是事

实判断，不是价值判断，无论愿意与否。然而

这不等于其他文明可以自行其是，为所欲为。

在不同文明之间既相互尊重又彼此交流。跨越

界限，与尊重、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重要，这

样才能由冲突到交流，乃至交融。

消除文明冲突的途径按由物质到精神的序

列，依次在于以下方面：其一，利益共享，包

括利润、均衡贸易顺差与逆差，以及就业等。

其二，遵守规则，WTO 规则与修订，市场经

济，竞争中性原则等；规则关系到程序公正。

各国之间不以支配他国为取向。其三，普适性

知识扩展到全世界，延伸到未来，成为各个文

明的共同底线，既是认识过程的“抽象的规定”，

也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其四，后退

一步海阔天空。各国在不同程度上重构自身的

理想生态位，以缓解生态位势之间的张力。最

后，达成对于人类命运的共同理解和认同，这

是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最小公倍数。此

次疫情让这一点变得更为迫切。未来学家预言，

未来，政府，也就是国家（包括在文明冲突中

的作用）排在首位，其次是平台，然后是公司。

四、除非科学终结，否则历史不会终结

无论福山所言之历史是否终结，亨廷顿之

文明冲突是否争斗不息，自古至今，科技在持

续发展。福山后来意识到，“除非科学终结，

否则历史不会终结。”科技一往无前的发展将

深刻影响人类历史和文明冲突。自科学革命和

工业革命后数百年来，科技既跟随人类的足迹，

又推动人类前行。各色人等的步点和路径，与

之协同和谐谓“终结”，与之相异争斗则“冲突”。

认识论、知识论与利益视野下的“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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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正在创造一个互联而无中心的虚拟世

界。人对物质的需求有限，精神需求无限。地

球上的资源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但它

无法满足每个人的贪婪；这是甘地的名言。虚

拟世界有着无限的时空维度，可以提供无限的

虚拟生态位，满足人的无限的心理需求，歌德

早就在《浮士德》中描绘过这样“满足”的情景。

虚拟现实技术还可以反过来影响现实世

界。虚拟吃一堑，现实长一智；节约现实世界

的资源，提升其运行效率。虚拟世界为处于不

同时空现实世界的交往，为主体的角色互换提

供平台，以利于地方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沟通，

以“将心比心”，以及相互赋能，充分调动人

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现实世界资源的价值。

林林总总彼此不可通约的传统地方性知识和隐

性知识之间，传统地方性知识与普适性知识，

隐性知识与编码知识之间，或许可以经由虚拟

世界的将心比心而得以在现实世界相互交融。

人类社会的运行中充满违规、钻漏洞、背

叛，以及搭便车等行为，种种“摩擦”[8] 极大

妨碍国家之间的沟通与交往，成为文明冲突的

一大根源。罗尔斯“无知之幕”难以操作；区

块链技术应比特币之运而生，日趋成熟。国际

机构如世行、WTO、IMF，国家、公司等社会

组织，以及个人，均可将彼此间的协议、合约

等等，移到虚拟世界，按区块链技术运行，防

篡改、可追溯、去中介、去中心化等等，标志

人类正在进入“智能合约”时代，这是人类的

信任机制升级。每一个人作为价值创造者，所

创造的价值都能被精准记录，并得到相应回报。

最终达到“我管人人，人人管我”[9] 的境界，

从根本上改变人（及包括国家在内不同层次的

组织）际关系，以及消除文明之间的冲突。    
如今，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如 GPT-4，

正在接近人类的智能，进而与之并驾齐驱。科

技是超越人类，还是与人类，抑或与其中的一

部分携手并进？无论何种情况，包括文明冲突

在内的人类历史，将在另类的意义上改写和终

结。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第 2 卷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72.

[2]雅克·巴尔赞 . 从黎明到衰落[M]. 林华 译 , 北京 : 世界

知识出版社 , 2002．

[3]罗伯特 . E·勒纳等 . 西方文明史[M]. 第 2 卷 , 王觉非 等

译 , 北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2003, 661.

[4]钱颖一 . 在改革过程中理解现代经济学[N]. 文汇报 , 

2002-03-31（3）.

[5]吕乃基 . 人类认知系统的演化与“科技认知 - 行为系

统”[J]. 自然辩证法研究 , 2019, 35（10）: 119-126

[6] 彭 兰 . 假 象、 算 法 囚 徒 与 权 利 让 渡 , 数 据 与 算 法

时 代 的 新 风 险 [EB/OL], https://www.chinaz.com/

web/2018/1030/952555.shtml. 2018-10-30.

[8]法国总统马克龙提西方霸权或终结 主张扮演平衡角色

[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353084529

1217033&wfr=spider&for=pc. 2019-09-02. 

[8]范斌 . 如何选取区块链的应用场景？ [EB/OL], https://

www.sohu.com/a/111419498_475952. 2016-08-21.

[9]吕乃基 . 区块链 4.0[J]. 系统科学学报 , 2019, （1）: 65-

70.

［责任编辑　王巍　谭笑］

《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 46 卷  第 1 期（2024 年 1 月）: 110-118




